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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综述聚焦老年人收入、抑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系统梳理“收入→抑郁→主观幸福感”传导路径的

理论机制与实证研究进展。研究表明，低收入（尤其是主观感知收入不足）与更高抑郁风险显著相关，抑郁水平

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负相关。抑郁在“收入→主观幸福感”路径中可能起关键中介作用，揭示了收入通过引发经

济压力和社会比较，提升抑郁风险，进而降低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机制。本综述为理解老年人心理健康机制及制定

精准干预措施提供理论依据，并指出未来研究应采用多波次纵向设计、探索社会支持与家庭因素的调节作用、开

发针对性认知干预措施，以更全面揭示老年人心理福祉的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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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持续深化，老年人口的心理健康问题已成为重大的公共卫生与社会挑战。这不仅关乎个

体晚年生活质量，也深刻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在众多心理健康问题中，抑郁在老年群体中尤为普遍且危害显
著。与中青年抑郁不同，老年抑郁常伴随认知功能下降、慢性疾病共病和社会角色丧失，呈现出更为复杂的临床
特征。研究显示，2010-2020年间全球 60岁及以上老年人抑郁平均流行率达 31.74%，发展中国家的老年人抑郁
平均流行率更是高达 40.78%[1]。抑郁引发的情绪低落、认知偏差等问题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成为老年群体幸福
体验缺失的核心风险因素[2]。

在影响老年人心理健康的众多因素中，收入作为社会经济地位最直接、最可量化的指标，在老年群体中具有
特殊重要性[3]。与教育水平、职业地位等其他社会经济地位指标相比，收入在老年阶段具有更强的动态性和可干
预性，且直接决定老年人基本生存需求的满足程度量[4]。收入不平等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核心在于社会比较引发
的相对剥夺感。当个体在与同龄群体比较中产生收入劣势认知时，会引起自卑感与无力感，这些负面感受会转化
为心理压力，从而提升抑郁风险并损害主观幸福感[5]。
本文在系统梳理老年人收入、抑郁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基础上，综合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文献综述。所纳入
研究主要来自Web of Science、PubMed、CNKI等数据库，重点关注发表于近二十余年的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
文献筛选以老年群体为研究对象，优先纳入明确测量收入水平（或主观收入感知）、抑郁症状及主观幸福感的研
究，同时参考具有代表性的纵向研究与跨国比较研究。在此基础上，本文围绕“收入→抑郁→主观幸福感”的潜
在传导路径，对不同研究的理论解释与经验发现进行整合分析，以呈现该领域的主要研究进展与共识。

2.主观幸福感的理论界定
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 SWB）是个体根据自设标准对其整体生活质量进行认知评价与情感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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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总和，其核心维度包括生活满意度（认知成分）和情感平衡（积极情感与消极情感的比值，情感成分）[6]。这
一概念具有以下本质特征：一是主观性，即其评定完全依赖于个体自身的内在标准；二是相对稳定性，主要测量
的是长期、稳定的情感倾向和认知评价，而非短期情绪波动。研究表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具有相对稳定的基线
水平，除非重大事件（如丧偶，重病）否则不易剧变[7]。

在老年学研究中，主观幸福感被视为衡量老年人生活质量与成功老龄化的重要指标[8]。根据社会情绪选择理
论，随着感知到的剩余时间减少，老年人更倾向于追求情绪意义而非知识获取，因此其主观幸福感更多反映情感
满足和社会关系质量。
3.收入对心理健康的作用机制
3.1绝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收入通过满足食物、住所、医疗等基本需求，直接作用于主观幸福感。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为理解这一关系
提供了框架：当收入水平较低时，增加收入的核心价值是保障基本生存需求的实现；而随着收入水平提升，老年
人在生活选择上的自主权会不断增强，进而转化为生活质量的改善[9]。

收入的积极作用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更延伸至社会参与和心理安全。充足收入能覆盖社交活动的基础成本，
减少孤独感并提升幸福感，世界幸福报告（2022）的社会连接数据也证实，积极的社交关系与生活满意度高度相
关，即使在疫情期间，强社交支持仍能缓冲危机对主观幸福感的冲击[10]。此外，收入带来的经济安全感可缓解老
年人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通过降低慢性心理压力直接正向作用于其情绪体验与生活评价[11]。

然而，老年期特有的经济脆弱性使绝对收入不足的负面影响尤为突出。退休后，收入来源单一且固定，缺乏
通过劳动增加收入的能力，而老年期医疗支出和护理需求又大幅增加。Cheruvu和 Chiyaka（2019）基于 2011年
美国行为风险因素检测系统（BRFSS）数据发现，在社区居住的 65岁及以上老年人（样本量约 24018人）中，
因医疗费用而就医阻碍的受访者，其抑郁症状患病率为 17.8%，而未受限者仅为 5.5%[12]。与此同时，在经济导
向的社会中收入常与社会地位和自我价值感绑定；低收入的老年人易产生“成为负担”的自我认知，导致自尊降低
与无价值感[13]。Wang等人（2024）基于五个前瞻性队列研究（覆盖 24国 50岁及以上成人）显示，社会不活跃
和孤独在低收入引起抑郁风险显著增加的路径中起到中介作用：社会不活跃的中介效应占比 6.12%，孤独的中介
效应占比 5.54%[14]。
3.2相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根据 Festinger的社会比较理论，个体的主观幸福感不是仅仅取决于绝对收入，还依赖于与参照群体的相对收
入比较[15]。Umar等人（2014）基于加拿大 45岁以上人群的代表性样本研究证实，相对收入对整体生活满意度的
提升作用显著大于绝对个人收入[16]。Junhong Zhu等人（2020）针对中国 28个省份 3590名老年人的面板数据研
究进一步拓展了这一结论——相对收入对城乡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均有显著影响，且这种影响会受到经济不平等、
社会保障水平等宏观因素的调节[17]。

相对收入通过社会比较机制影响主观幸福感的核心在于相对剥夺感的产生。这种基于社会比较的心理效应,
使得老年人在衡量自身境遇时,会更有针对性地审视特定的经济指标与生活保障——老年群体的参照群体多集中
于同龄人，其比较内容聚焦于退休金水平、医疗保障质量及子女经济支持能力等维度[18]。Kuo和 Kawachi（2023）
基于美国加州健康访谈调查（CHIS）数据的研究发现，向上收入比较（与更高收入者比较）会诱发强烈的相对
剥夺感，导致健康、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生命意义和社会关系等多维度福祉指标下降[19]。这一发现揭示了
相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路径：当老年人感知到自身收入处于劣势地位时，由此产生的相对剥夺感会引发自
卑、焦虑等负面情绪，并通过削弱自我价值感和社会归属感，最终降低整体生活满意度。
4.抑郁对心理健康的作用机制

抑郁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土耳其一项针对 257名老年人的研究显示，抑郁对生活满
意度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573（P < 0.001）[20]；中国一项涉及 1754名农村老年人的调查同样证实，抑郁不仅直
接显著负向预测生活满意度（β = -0.11，P < 0.001），还会通过被排斥感产生间接负面影响，中介效应占总效应
的 16.51%。神经生物学研究也为这一影响提供了证据。Pizzagalli等人（2022）通过脑影像研究发现，抑郁会导
致前额叶-边缘系统的情绪调节功能受损，这种神经机制的改变直接削弱了个体对积极奖励的感知力，并强化了
负面自参照加工，从而降低主观幸福感[21]。

这种负面影响在老年群体中表现出独特的复杂性。一方面，老年抑郁的诱因常与晚年特有的多重丧失体验（如
退休、丧偶、躯体功能衰退）相关；另一方面，老年期常见的“抑郁-认知”共病现象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抑
郁症状加速认知功能的衰退，而这种能力衰退带来的无力感会打击老年人的自信心，从而再度降低主观幸福感。
老年人的社会支持网络因配偶去世、子女离家、朋友减少而逐渐缩小，抑郁导致的社交退缩更易演变为社会孤立，
缺乏外部支持系统来缓冲抑郁对主观幸福感的损害[22]。此外，老年抑郁的“躯体化”表现（如慢性疼痛、消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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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乏力）常被误认为是衰老的正常现象，导致识别和治疗延迟，使抑郁症状慢性化，对主观幸福感的负面影响
更为持久[23]。
5.抑郁在老年人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

本综述关注的核心传导机制为“收入→抑郁→主观幸福感”，其中抑郁可能发挥关键中介作用。该路径的理
论依据在于：收入（特别是相对收入不足）并非直接决定主观幸福感，而是通过引发经济压力与社会比较，提升
老年人的抑郁风险，进而由抑郁这一负面心理状态直接影响其主观幸福感。
5.1中介效应的实证证据

多项实证研究为抑郁的中介作用提供了支持。Liu等人（2024）利用 2017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数据（CGSS 2017）
对其中 1136名老年人进行的分析显示，心理资本在收入和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发挥了完全中介作用，而抑郁则作
为心理健康的负面指标参与其中[24]。这一发现在不同文化背景中得到了验证：一项基于美国 5366名健康与退休
调查（2006-2010）受访者数据的分析显示，经济压力显著增加抑郁症状，并以此为核心路径负向影响整体心理
福祉[25]。Han和 Hong（2011）对韩国 50岁以上老年人样本使用潜类分析显示经济资产和金融状况是生活满意度
的重要分类因素，且经济压力会通过心理因素（如压力感、抑郁）影响满意度[26]。

抑郁在不同收入水平群体中的中介效应强度并不一致。研究显示，收入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存在非线性关系[27]。
在收入较低阶段，增加收入能够有效降低抑郁程度；然而，当收入超过中等水平后，继续增加收入反而可能带来
新的心理压力源：例如，高收入可能伴随更高的工作压力，更强的社会期待以及对财富损失的担忧。
5.2中介效应的多重路径

抑郁在“收入→主观幸福感”路径中的中介作用是涉及多重心理与行为机制的复杂过程。
5.2.1经济压力的累积效应

低收入引发的持续经济压力是触发抑郁的核心机制。经济压力理论指出，收入不足会导致基本需求无法满足，
这种物质匮乏状态会引发持续的心理应激反应[28]。Bierman等人（2023）的研究显示，经济压力会削弱老年人的
自我效能感和自尊心，这些心理资源的丧失是抑郁和焦虑等心理困扰的重要中介机制[29]。Srivastava等人（2021）
对印度老年人的研究进一步证实，经济压力还会加剧社会孤立感和无力感，进一步恶化心理健康[30]。这种压力具
有累积性特征：持续的经济困难会消耗个体的心理资源，使应对能力下降，形成恶性循环。
5.2.2社会参与与社交隔离的行为路径

低收入限制了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机会，催化了社交隔离的发生，进而加剧抑郁症状。收入不足使老年人难以
负担社交活动的相关费用，也可能因“经济窘迫”产生社交回避行为[31]。Wang等人（2024）在 24个国家的前瞻
性队列研究中证实，社会不活跃和孤独在低收入/低社会经济地位影响 50岁以上老年人抑郁的路径中起显著中介
作用。其中社会不活跃的中介效应占比 6.12%，孤独的中介效应占比 5.54%[32]，表明低收入老年人更容易因为缺
少社会活动和感到孤独而出现抑郁症状。

更为重要的是，社交隔离与抑郁之间存在双向强化关系：低收入引发的社交隔离会增加抑郁风险，而抑郁症
状又会进一步减少社交意愿，形成恶性循环。Santini等人（2020）基于美国全国社会生活、健康与老龄项目（NSHAP）
的纵向中介分析发现，社会隔离感通过增加孤独感，进而显著预测抑郁和焦虑症状的增加[33]。Cacioppo等人（2010）
一项为期 5年的追踪研究显示，基线水平的孤独感能够显著预测个体在 5年后抑郁症状的增加，其标准化效应值
（β）约为 0.35至 0.40[34]。
5.2.3认知评价与应对方式的调节机制

个体对收入不足的认知评价方式会调节抑郁的中介作用强度。Lazarus和 Folkman（1984）的压力与应对理论
指出，个体对压力源的主观评价决定了压力反应的强度[35]。若老年人将低收入归因于不可控因素，抑郁风险相对
较低；若归因于个人失败，则更易引发抑郁[36]。此外，采用问题解决策略（如寻求经济支持、调整开支）的老年
人抑郁症状较轻，而采用回避或自责策略的老年人抑郁风险显著升高[37]。
5.3中介效应的非线性特征

抑郁在“收入→主观幸福感”路径中的中介强度呈现出非线性特征。Lei等人（2014）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
追踪调查全国基线数据的研究显示，抑郁症状（使用 CES-D 10项量表）与社会经济地位显著负相关，且在低收
入（中位数以下）区间，收入增加对抑郁的缓解效应更强；在中位数以上，边际效应几乎平坦[38]。欧美地区的数
据进一步证实了这一中介路径的阶段性特征。Kahneman和 Deaton（2010）基于 45万美国样本的调查数据发现，
年收入在 7.5万美元以下时，收入增长显著提升生活评价和情感主观幸福感；但超过此阈值后，收入增长对情感
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作用趋于平缓[39]。在欧洲地区，一项针对欧盟收入和生活状况调查（EU-SILC）数据的研究显
示，生活满意度与幸福感在年度等值可支配家庭净收入达到 3万欧元后便不再增长[40]。从抑郁中介视角来看，这
种现象的本质在于：当收入跨越基本需求阈值后，抑郁的主要触发因素从“绝对经济压力”转向“相对剥夺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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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比较”，而后者对收入增长的敏感度显著降低。
6.总结与展望
6.1主要发现

本综述系统梳理了老年人收入、抑郁与主观幸福感的理论机制与实证证据，将老年人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关
联机制归纳为下方的路径图（如图 1）。收入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作用呈现非线性特征：当收入水平较低时，
收入增长通过满足基本需求显著提升主观幸福感；跨越基本需求阈值后，这一效应迅速衰减，相对收入和非物质
因素的重要性凸显。经济压力（尤其是主观感知的收入不足）与社会比较机制共同作用，显著提升老年人的抑郁
风险。值得注意的是，相对收入对抑郁的影响强度超过绝对收入，体现了社会比较和相对剥夺感在老年心理健康
中的核心地位。这一发现为“幸福悖论”提供了心理机制层面的解释：收入的普遍增长若未能改善个体的相对收
入地位，社会比较效应将持续甚至加剧抑郁水平，从而抵消收入增长的积极作用。

而抑郁是“收入→主观幸福感”传导路径中起到核心中介之一。这一中介机制涉及多重心理与行为过程：经
济压力的累积效应、基于社会比较产生的相对剥夺感、社交隔离的行为路径，以及认知评价与应对方式的调节作
用。

图 1 老年人心理福祉传导机制图

6.2研究局限与未来方向
现有研究为理解老年人收入、抑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提供了重要证据，但仍存在以下局限：
（1）横断面设计在现有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限制了因果关系的确立。虽然部分纵向研究支持了该传导路

径，长期动态追踪仍然不足。多波次纵向设计配合交叉滞后模型或潜变量增长曲线模型，能够更清晰地揭示收入
变化对抑郁和主观幸福感的长期影响及其因果方向和动态轨迹。

（2）现收入与其他社会资本（如社会支持、社区资源）以及老年期特有的家庭因素（如代际关系、居住安
排、配偶健康状况、子女赡养能力）的交互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关注。多层次模型或结构方程模型可用于探索这些
因素如何调节“收入→抑郁→主观幸福感”路径，从而更全面地揭示老年人心理福祉的影响机制。

（3）干预研究明显不足。基于现有理论和实证发现，未来可开发针对主观收入认知的行为干预措施（如认
知重构训练），帮助老年人建立合理的社会比较标准，降低相对剥夺感，从而缓解抑郁症状，提升主观幸福感。
6.3政策启示

基于本综述的发现，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建立分层次的老年经济保障体系具有现实必要性。在保障基本养老金水平的基础上，低收入老年群体

需要获得重点关注，确保其收入水平达到基本需求阈值。这对缓解抑郁、提升主观幸福感具有关键作用。养老金
标准需要定期评估和调整，以覆盖医疗、护理和基本生活开支的实际需求。

（2）主观收入感知的干预同样重要。政策制定不应仅聚焦于绝对收入水平，还需通过社区教育、心理健康
服务等途径，帮助老年人建立合理的社会比较标准，降低相对剥夺感。社区层面的积极老龄化教育可引导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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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自身生活质量的改善，而非横向收入比较，促进纵向比较（与自己过去比较）和下行比较（关注不如自己者）
的积极心理机制。

（3）老年抑郁的筛查与干预体系需要加强。鉴于抑郁在收入影响主观幸福感中的中介作用，建立早期筛查
机制——特别是针对低收入群体——显得尤为必要。可及性强、针对性强的心理干预措施，如认知行为疗法、正
念训练等，能够降低抑郁水平，阻断"收入→抑郁→主观幸福感"的负向传导路径。

（4）社会参与和社会支持网络的建设不容忽视。低收入不仅导致物质匮乏，还会减少社会参与机会，加剧
社交孤立。政府和社区提供低成本或免费的社交活动平台，可增强老年人的社会连接，对缓解抑郁、提升主观幸
福感具有重要作用。针对老年群体的社会参与促进政策需要考虑其特殊需求：一是无障碍设施建设，确保行动不
便的老年人能够便利地参与社区活动；二是提供上门服务和线上社交平台，为失能或半失能老年人创造社交机会；
三是发展老年志愿服务体系，让健康老年人通过帮助他人获得角色认同和自我价值感，同时为低收入老年人提供
互助支持网络。

（5）多部门协同的综合干预体系是应对老年人心理健康问题复杂性的必然选择。民政部门负责经济保障政
策的制定与落实，卫生部门负责心理健康筛查与治疗服务，社区组织负责社会参与平台的搭建与运营，教育部门
负责积极老龄化教育的推广。各部门形成合力，方能构建有效的老年心理健康支持网络。
7.结语

本综述系统阐明了老年人收入、抑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联机制，为理解老年人心理健康提供了理论框架。
核心发现表明，抑郁是“收入→主观幸福感”传导路径中的关键中介之一，这一机制涉及经济压力累积、基于社
会比较的相对剥夺、社交隔离以及认知评价等多重心理与行为过程。

未来研究应在纵向设计、测量标准化、多因素交互、干预措施开发等方面深入探索，以更全面地揭示老年人
心理福祉的影响机制。政策制定者应认识到，单纯的经济支持政策虽然必要，但不足以充分提升老年人的主观幸
福感；必须将经济保障与心理健康服务、社会参与促进等措施相结合，构建多维度、多层次的综合干预体系，才
能有效改善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促进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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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A Literature Review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Depression,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mong the

Elderly

Xin-ai Li1, Pu Ge2, Tianzi Chen3, Qian Bai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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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view focus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depression,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SWB) among
older adults, systematically synthesizing the theoretical mechanisms and empirical progress of the "income → depression
→ subjective well-being" pathway.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low income—particularly perceived subjective income
inadequacy—i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a higher risk of depression, while depressive symptoms a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SWB. Depression likely serves as a crucial mediator in the link between income and SWB, revealing a
mechanism where income triggers financial stress and social comparison, thereby increasing depression risk and
subsequently reducing overall well-being. This review provides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understanding the mental
health mechanisms of the elderly and formulating precise interventions. Furthermore, it suggests that future research
should employ multi-wave longitudinal designs, explore the moderating roles of social support and family factors, and
develop targeted cognitive interventions to more comprehensively uncover the determinants of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in later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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